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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困境的突围与救赎
———兼评《生命之思》

黄桂娥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３）

摘　要：中国现代性的历程是艰难曲折、漫长迂回的，其历史是充满创痛的。杨春时、张法、钱永祥等学
者都对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进行过剖析，同时开出了“超越性文化层面的建构”、“依赖中华本土文化重回中心
的诉求”和“自由主义价值理想的维护”等药方。但从目前持续的现代性困境来看，停留于学理层面的、单一
指出一个方向和一条道路的探讨都显得很无力，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能于现实、个体和整体多向互动验证的系
统原理，而这正是封孝伦教授的新著《生命之思》的价值意义之所在。《生命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用以
对个体自我乃至人类生命真相进行反思的独特、简约而又严整的理论模型。以之为镜鉴，人们可以更深入、

明晰地认识个体；又能以个体的真切生命经验为镜鉴，推演并确证出人类万千生命整体的普遍逻辑。它不仅
可以为我们突围现代性困境做出努力，还能为转型期中国社会人们精神的危机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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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性是发源于西方并被西方所主导的，
“西方文化通过以西方的先进一文明一科学一理
性去扩张、征服、占领落后一野蛮一迷信一愚昧
的广大非西方地域，而主导走向统一世界史的图
景。”［１］１３－１４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矛盾和
问题日益显著，才使现代性有了一种真正的全球
眼光，有了全球统一的人感受和人类思考，也就
是说非西方的现代性具有各具特色的被动性特

征，中国的现代性就是其中一例：“中国现代性不
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要求，“它是‘外
发型’的”，“它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提出来的（外
迫性）；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

西方（外源性）。”［２］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是艰
难曲折、漫长迂回的，原因是：“中国现代性展开
在两个充满矛盾的维度中。一是中国传统，它既
在观念和心理上给中国文化要保持辉煌的永久

性激励，又以社会形态上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实
存，不断地阻挠着向现代化的迈进。二是世界主
流文化，中国真切地学习世界史的最高级，但什
么是世界的最高级，又因世界史的演变而不断变
化，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目标设定上的不断改
变和前进中的反复曲折。”［１］４－５学者们曾一度热
衷于探讨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他们一致的
看法是中国现代性是有缺失的现代性，中国深受
这种畸形片面现代性的困扰，需要走出这一困
境。他们都解析了中国现代性困境的特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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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缘由等，并指出了走出这一困境的方向或道
路。但是时至如今，我们是否已经突围了现代性
的困境呢？

二

杨春时指出：现代性有感性层面、理性层面
和超越性层面。现代性的感性层面是人的感性
欲望的解放，它是现代性的比较原始的动力，体
现为一种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人的欲望的
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
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理性精
神体现为现代理性文化，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它的
两个方面。”［３］感性和理性现代性构成了世俗现
代性，世俗现代性集中体现了平民精神，现代性
的超越性层面体现为贵族精神。杨春时总结中
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得出一个结论：超越性层
面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一直处于缺失的状态。
他认为，五四学人片面地引进了现代性。为

了反抗封建专制和愚昧落后的社会，中国思想界
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西

方，“全面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提倡科学、民主，
这正是现代性的精髓；同时全面批判传统文化，
以造就新国民性。”［２］其中，凡不利于科学、民主
思维生根发芽的传统理念都成了他们破除的目

标，然后中国传统精神和文化的特殊性被忽略
了。中国传统精神和文化具有圣化的倾向，是儒
教统摄了感性和理性，是“内在的超越”，因此具
有类似宗教的性质，如此才能够统治中国人千年
之久。“这导致了它的两个重要的特点是：一、意
识形态领域与形而上的超越领域彼此纠结，即
“天人合一”；二、现象界与本体界混沌不分，即体
用不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双重整合功
能，即规范人们的现实行为，又在现实世界给人
们找到了终极价值。”［４］４五四时期破除传统理念，
然而这种破除“没有把它的意识形态层面和形而
上的超越层面剥离开，而是把它们一起摧毁
了。”［５］４２这正是现代性反思—超越层面，即哲学、
艺术等对现代性的弊端的思考、批判本身的取
消。中国知识分子抛弃了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
是信仰的丧失。从此，“儒学权威瓦解，中国文化
失去了圣化的品格，沦落为凡俗文化。”［６］作为五
四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章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更

是强化了这一严重后果：进化论的文学观否认了
审美意义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价值，全面反对古典

文学；贵族文学受到践踏，甚至连士文学也不放
过。使新文学向极端的平民化方向发展，致使中
国现代文学愈来愈低俗和浅薄，超越精神和高雅
品格严重缺失。另外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
倾向，排斥了任何超验思想，宗教和哲学都不例
外，造成了形而上学的失落，“使文化转型中出现
了超验世界的空白，留下了严重的历史后遗
症。”［７］这个“严重的历史后遗症”就是形而上学
的失落导致科学主义僭越之后形成霸权，并转换
成意识形态霸权，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开辟了道
路，最终导致文学在“文革”中走向毁灭。
五四以后，由于救亡任务的紧迫，民族主义

情绪的高涨，导致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对西方现
代性的抵制，东方式的意识形态要在中国获得长
足发展，必然要扫尽五四引进的“西方资产阶级
文化”，于是“科学主义被意识形态霸权所取代，
西方人文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被阶级意识
所取代”。由此，五四现代性消失殆尽。文革时
期是“全面反现代性”的时期，文革体现了中国知
识分子对现代性产生的四种焦虑：一是对失去民
族特性的恐惧；二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三是对
个人主义的排斥；四是对社会乌托邦失落的恐
惧。由这四种焦虑，同时也产生了四种对抗焦虑
的表现形式，如民族主义，对科学、民主的排斥；
新民粹主义，导致大众崇拜意识、知识分子成为
被改造者；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受到批
判、清除；五四时期就有萌芽的狂热人格的总爆
发。虽然在“政治狂热和意识形态偏执的后面，
潜藏着一代青年的超越现实、实现自我的理想追
求，但由于精神生命满足方式的极端缺乏，未能
得到合理的泄导而扭曲变态，才制造了这场人间
悲剧。”［６］“文革”的发生还折射出另一个问题，这
就是中国感性现代性的缺失。“中国现代性就不
是直接服务于人的解放和发展，而是直接服务于
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引
进的启蒙理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形
成了一种理性霸权主义，共同挤压了感性主义的
空间。”［８］文革时期的革命理性是一种政治化的
集体理性，它是较之启蒙理性更强烈的理性主
义，因此对感性的排斥更强烈。“革命理性属于
苏联意识形态，适应其‘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强
调阶级意识、集体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
义。”在这种理性下，个体只是自然、社会规律的
工具、支配物。这样，对个体生命欲望和身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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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漫长、持久和加紧压迫之后，人们心中淤积的
对政治身份不平等的反抗和对“革命”政治身份
的争夺，产生了新的集体性怨恨。最后在“文革”
运动中，原始和野蛮的行径竟以群体的形式出
现，导致了对人性的泯灭和摧残。
改革开放至当前，是现代性的感性层面疯狂

肆虐的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的实践活动，把中国人从对狭隘群体的习惯性依
附和抽象的价值观念的盲从中解放出来，人们在
挣脱着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又卷入
世俗化的生活之中。传统文化中伦理性的终极
关怀在对物的逐求和依赖中受到消解，而曾有过
的意识形态化的信仰误区则使人们厌倦和远离

了“崇高”。而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精神困境确切
到来又有如下几点：“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
体理性生存被打破，人们走向个体生存。其次，
在商品关系下，人的异化发生，有可能发生人与
人关系的疏远，这意味着进步与沦落同步进行。
最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发生冲突，理性信
仰开始瓦解，精神困扰突出，生存意义问题被尖
锐地提出来。即精神世界的冲突取代了社会冲
突而成为中心问题。”［９］直至如今，人们仍在信仰
和道德双重失落的泥沼里挣扎，从而产生了超越
的冲动。
张法认为：“现代性首先与世界历史的演进

相关。……现代性，首先就是与分散世界史中的
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

特性。”中国现代性就是中国从分散世界史中的
古代［１］１３－１４中国走向统一世界史的特性。他认为
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历程中有三个节点：“一、面
向统一世界史；二、承认、寻找、获得它的‘发展规
律’；三、在统一世界史‘发展规律’中获得新的辉
煌。”［１］１２－１３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心化情结，这一情
结给中国现代性的历程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９４年是中心化情结遭受不断打击和
痛苦的时期。之后，“中心化情结以另一种方式
开始运行，这就是在世界中国图景中力图‘重返’
中心的赶超心态”。［１］１８在赶超心态的驱使之下，
中国现代性走过的历程可分为五个时期：技术主
导期、政体主导期、科学主导期、主权主导期、文
化主导期。［１０］４６－５３

这五个时期运动轨迹是这样的：被西方大炮
惊醒的中国开始紧张地反省失落中心的原因。
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从鸦片

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推断出，中国的衰败在于
技术的落后，开始积极学习西方技术，技术主导
期由此形成。很快人们发现技术运用只能解决
枝节问题，只有彻底的政体变革，才是中国重返
中心的必由之路。于是政体的变革成为重返中
心的新的主导思想。但孙中山等政体中心论的
规范同样是出于西方“他者”的馈赠。“五四”精
神的核心是科学“启蒙”，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科学
救国幻觉。单纯依仗科学而遗忘文化的其他方
面，是不可能实现中心重建的宏图的。日本全面
侵略中国之后，国土被瓜分、国民遭蹂躏的深重
灾难，迫使人们转而把捍卫国家主权当作中国重
返中心的关键。于是，从３０年代到“文化大革
命”近半个世纪，主权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性
的主导性问题。但以主权为主导，不仅没能确保
中国重归中心，反而导致国家滑向毁灭的边缘。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中国人惊
异于西方及周边亚洲国家的飞速发展，对比之下
则是自身与中心的差距反而愈拉愈大了。这种
中西文化比较带来的结果是：西方被确认为高级
文化、中心文化，中国则是低级文化、边缘文化。
于是西方元话语被当作“东方的复兴”的基本规
范。“这样，以文化为主导，就意味着中国在变革
自我时实际上陷入全面‘他者化’境遇，即以西方
的道路为中国重返中心之路。”［１０］５２但两个事件宣
布这一期的结束：一件事是１９８９年２月在中国
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个展览“将
整个８０年代艺术送上了断头台”。一件事是海
子的死，“使新时期文化话语的许多关键性的原
则受到了震撼和质疑”。这两件事“不仅仅意味
着８０年代‘新时期’文化的终结，也意味着‘现代
性’伟大寻求的幻灭”。［１０］５３－５４经过了９０年代的
社会市场化、审美泛俗化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冲
刷之后，世纪末的中国发生了巨变，新的知识型
正在酝酿。他们由此提出一个新的话语框架一
中华性。“中华性并不试图放弃和否定现代性中
有价值的目标和追求。相反，中华性既是对古典
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同时又是对古典性和现
代性的双重超越。”［１０］６０

学者钱永祥指出现代性有双重意义，分别是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几乎等
同于“社会现代性”，而缺乏“文化现代性”：“由于
近代中国历史的曲折遭遇，无论是在‘启蒙’或者
‘救广’的论述取向里，现代性几乎都等同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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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性，也就是说‘现代性’每每悄然无声地变
成了‘现代化’”。［１１］７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发展以民
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关怀，它兼具现代和前现
代两种元素。“它的现代形式在于提供普遍而平
等的成员身份（国民、公民、人民），将个人由传
统、自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政治性的身
份界定；它的前现代实质在民族主义的论述，莫
不企图提供某种自然的、文化的或者历史哲学式
的超越建构，作为民族的集体身份所寄。”［１１］８这
种由国家担任现代化推动者的社会现代性，很容
易就窒息了文化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最容易
暴露缺口的地方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所谓整
合的基础，是指社会成员关于价值性的信念与认
定是否有共识。社会成员关于身处的社会、关于
自己、关于自我的利益与目的和社会的利益与目
的之间的关系，都需要一套说法，一套意义性的
叙事。这套叙事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为社会的
共同性———由原本个别的个人来进行社会合
作———找到一个根基。”［１１］８－９在前现代的社会
里，就有这样一套整合基础，它的元素包括血统
纽带、历史传承、文化认同、利益的一致、价值观
的统—等等。它们具有先天的正当性，乃是先于
个人意志的，有独立的正当性根据，并不依赖于
个人的认可。可是随着现代性的扩展，这一套整
合基础逐渐丧失地位，无法将杂众熔铸成整体。
无论是构建整合基础还是一整套意义叙事，都需
要靠文化现代性来完成，它是现代性的批判层
面，它“必须设法提供一套对于‘现代情境’里人
的道德生活的诠释。这套诠释，需要能够落实
‘自行营造、证立、修改引导性的价值理想’这项
现代的需求。”［１１］１０文化现代性之所以具有这种批
判性格，在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１１］１４所谓的
自由主义，就是维持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价值
和身份、价值、生活方式多元选项的理想空间：它
要求社会给个人提供实质的平等和选择机会。
“自由主义其实是现代性的承载者；不面对现代
性的严肃考验，不会感受到自由主义的真正意
义。”［１１］１４

三

学者们对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有各种各样的

解释，解决的办法也各种各样。但无论是“超越
性文化层面的建构”，还是“依赖中华本土文化重
回中心的诉求”，还是“自由主义价值理想的维

护”，都只是学理层面推理的结果，从学理推理的
逻辑去看，这些结论真是再自然不过了。然而实
际上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并没有完结，困境也没有
解除。当代中国似乎呈现出非常矛盾的现象，一
方面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巨大
的成绩和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
矛盾，“导致了一系列的价值争论与文化冲突，在
社会发展困境中又面临着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

的现代性难题”。［１２］从目前的社会问题来看，单一
指出一个方向和一条道路都显得很无力，我们需
要的是一套能于个体和整体双向互动层面起作

用的系统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封孝伦教授
的新著《生命之思》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它确实
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用以对个体自我乃至人类

生命真相进行反思的独特、简约而又严整的理论
模型。以之为镜鉴，人们可以更深入、明晰地认
识个体；又能以个体的真切生命经验为镜鉴，推
演并确证出人类万千生命整体的普遍逻辑。

《生命之思》以“人的生命”作为逻辑建构的
起点，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性一个最为根本症
结的把握，也是上述三位学者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解析中共同流露出的征候。在一百多年的现代
化历程中，人自身问题的探讨被忽略了，特别是
个体的生命、个体的位置、个体的价值问题被遮
蔽了。因此，我们才看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怪
现象：社会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提
高，也不等于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有学者指出：
中国现代性只有民族国家现代性，而没有微观层
面的个人现代性是很中肯的。［１３］７并且，中国缺乏
直面关于个体的人、人性、人的生命真相的历史
是很漫长的。如梁漱溟所言：缺失个体的人是中
国文化的最大积弊。中国传统的个人观极为强
调个体对群体的依附与从属关系，个人只有从其
对家族或天下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即只能从个人对群体的特定功能的角度
来定义个人，不承认独立的、自主的个人的价值。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中，个体继续受到压抑：
“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总是优先于个人的现代
性追求，为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强大而倾向于
压抑个人的需求，……中国现代社会的个人观虽
然肯定独立个人的自由、价值和权利，但更强调
将个人从封建家族（家庭）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
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即把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
来最终是为了将其组织到现代民族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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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１３］７作为现代性重要层面的对个体生命、生
活世界、情感心灵、感性审美的新表现一直处于
被压抑的状态。这期间，李泽厚的实践哲学通过
讴歌人的实践而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它在
５０年萌芽、８０年代达到鼎盛，９０年代遭受质疑。
但实践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把从属于人的“实践”
定义为人的“本质”或“本体”，注定了其要进行不
停修补和解构的命运。
而封孝伦教授的《生命之思》是在充分掌握

了实践哲学的漏洞之后的一种转向，它以人的生
命为第一逻辑起点，这使它成为最切近人的生命
存在的系统学说。它竭力抛弃传统哲学在群体
的、社会的、统一的、超个人的精神、意志、超感性
的集体理性实践的基础上谈论哲学问题。它给
人的个体存在、自由及其生命价值以理论关注。
按照《生命之思》中的观点，人其实是生物生命、
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这三重生命构成的复杂系
统，他的生命哲学强调：“单一从生物生命不能、
单一从精神生命不能、单一从社会生命也不能全
面合理解释人的生命行为。只有从人有三重生
命这个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合理地认识人的
所有生命体验和生命行为。”［１４］３３０追求三重生命
的满足是生命的基本行为。而且人的三重生命
的追求必须实现协调发展，任何一重生命追求的
严重缺失都将会给个体带来疯狂和毁灭的结果。
一个人的三重生命需要协调发展，一个社会整体
的三重生命也必须得到协调发展。一个人有三
重生命追求，一个社会整体也必然有三重生命的
追求。因为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的，无数个
个人的三重生命追求必然投射、交织，进而上升
成为一个整体的三重生命追求形态。一个社会
整体的三重生命追求也必须得到均衡发展，这样
才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否则会导致不同的社会
乱象的产生。满足一个人的生命追求是善，满足
全体人类的生命追求是至善。
这样的生命观念，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去看

待中国现代性曲折历程的视角：五四时期生物生
命受压抑，又打倒了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等体
系，而传统文化艺术中形而上的超越层面与宗教
等意识是纠缠在一起的，打倒了传统宗教，中国
人的重要精神食粮也跟着沦陷。在现代民族国
家建构的重压之下，缺乏精神食粮的中国人变得
片面化，最后丧失了对意识形态的反思、批判能
力，导致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此后缺乏精神食

粮的情况一直未改变，到文革时期反而更加严重
了。在严重缺乏精神食粮的情况下，又丧失了对
人的生物生命的一些基本追求的尊重。这最终
将中国人引向意识形态狂热，导致了更大的社会
动乱。这表明：“如果生物生命欲望偏强，经济高
速发展，如果精神生命追求偏强，宗教和艺术繁
荣，如果社会生命追求偏强，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如果其中某一重生命受到突出强调，而另外两重
生命迷失———被忘却，或者被严重忽视，这时的
社会就会出现混乱。”［１４］２９３改革开放以来，则是生
物生命被强调，而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被遮蔽的
时代：“纵观历史，生物生命被强调，精神生命和
社会生命被遮蔽或迷失的时候，物质财富可以增
长，但人欲横流，金钱成为唯一标准，为了金钱可
以不顾一切，有了金钱就仿佛有了一切。这样的
社会必然道德水平下降，甚至全面沦丧。被马克
思所批评的西方资本主义初期就是这样。因为
人们已经忘记了精神世界的善和社会历史的善

的存在。”［１４］２９３所以，要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应
该停止讴歌人的生物生命的无止境的追求，而是
引导人们更多走向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追求。
《生命之思》告诉我们，切实地认识人的生命真
相、社会整体的生命真相、人类整体的生命真相
有助于人的和谐和社会的进步，这甚至也是认识
历史和文明的前提。
当前，寻求和重建普遍真理与信仰，满足人

们对和谐秩序的追求，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
重大课题，哲学应是攻克这一课题的核心环节。
哲学作为一种根植于人的生存方式，它必须解答
人类生存面临的根本问题。而如何帮助人们走
过这个混乱转型的时代，正是封孝伦教授生命哲
学的使命。《生命之思》始终对现代人的生存保
持警惕和反思态度，能够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统治
中，维护人的真正地盘，守护人的精神家园。由
此，它能够给现代人提供一条精神救赎之路：“三
重生命论在物欲横流的年代能引导人重视精神

生活和精神境界、引导人努力为社会进步作贡
献。因 而 有 利 于 社 会 的 稳 定 和 社 会 的
进步。”［１４］３３０－３３１

这里就有一个它的精神救赎何以可能的问

题。可从以下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首先，他提出对个体人的生命追求的满足是

一种善，“对全体人的生命需求的满足乃为至
善。”［１４］１１４强调真正的美和善应当是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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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重生命追求的满足得到最大程度的平衡和

稳固。存在意义之思意味着回答人自身的呼唤
从而拯救自身。无疑，人的生命构成了人类生存
状态的唯一稳固的内在支撑力量，存在意义的追
问就应关注人类的生命追求，生命追求构成了唯
一内在地联合人类并让每一个体升华自身的途

径。确立生命追求的满足是生命的本质，生命追
求的无形的、精神的满足成为人的终极追求目
标，它使人们达到个体生命的和谐的同时又有益
于他人生命世界的和谐。每个人的生命追求都
值得尊重和爱护，每个生命都创造了自己的意义
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是最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创造和发现，人的世界的丰富性都在全人类
生命大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每一个人在
仰慕着更自由、美好的世界中得到心境的安宁，
使人们寻求到生存的根本意义。认识到每个生
命都是三重生命的结合体，人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只有生命力大小的区分，主体与主体间并不
是不能共存的，这样就抑制个人主体性的极端
发展。
其次，提出人是动物，应该正确认识和尊重

人的合理的生物生命的追求。同时又指出，由于
人的生物生命的满足需要不停消耗自然资源，而
大多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应该尊重自然和爱护
自然，这对于引导人们走向生态环保的生存理念
和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生命之
思》将人的“自由”梦想拿掉了，认为人的生物生
命是不自由的，人的社会生命是不自由的，人的
精神生命也是不自由的。但在谈到人与自然的
关系时，又把“自由”放回来了：“当人类的生存空
间受到挤占或受到驱赶的时候，这几样东西（空
气、阳光、空间）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会凸
显。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人类极度地渴望阳光，
渴望自由地呼吸和自由地享受空间。如果这种
稀缺持续较长时间，‘自由’就会被抽象为一种生
命需要和终极目标，成为人生奋斗的一种信仰，
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面旗帜。”［１４］８２当人向往
空气、阳光、空间等同于向往“自由”的时候，是可
怕的，这说明人对自然环境的占有和破坏程度已
经非常严重。而《生命之思》更是冷漠地宣示：地
球终将毁灭，人类若找不到其他适合居住又能够
迁入的星球时，人类必将全部毁灭，这使我们活
得更清醒，并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再次，提出精神生命追求必须得到满足，精

神生活不可剥夺，精神食粮需要大量生产；强调
作为人类精神生命的两大源泉———宗教和艺术
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生命之思》指出：人类在
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创造了两个影响广泛而且越
来越昌盛发达的成果：艺术和宗教。艺术作为人
类精神食粮的历史非常久远，艺术对于人的精神
生命的需要和满足具有普适性，值得培育和推
广。除了艺术，人类不能离开宗教：“如果说艺术
主要是满足精神生命当下的需要的话，宗教的出
现，则把这种需要的满足推向了无限广远的未
来。如果说艺术是满足人在精神时空中日常生
活的需要的话，宗教则还要在精神时空中提供肉
体生命死后灵魂的栖息地。”［１４］１２７无论物质世界
多么舒适和丰富，人是不能失去终极意义的，特
别是在科学片面发展导致宗教失落的情况下。
关于这一点，巴雷特说得好：宗教是一种涵养和
抱慰人类生命的结构，给人类提供一整套可以让
他表达精神整合向度的形象和象征。《生命之
思》强调艺术与宗教具有人类学的意义，艺术不
能被无限制地剥离丰富的涵义和饱满的形式，宗
教不能被科学无限制地解构。只有在那样的艺
术和宗教的境界里，人才能不仅突破感性生命形
态的束缚，还能超脱时空的诸多限制，实现主体
心灵的无限与宇宙的无限豁然贯通、契合，获得
一种精神解放和自我实现。
最后，提出每个人的社会生命值得关怀和尊

重，是指引人世实现和谐的最现实有效的途径。
《生命之思》中是这样界定社会生命的：人的社会
生命就是“社会对个人的记忆”。［１４］１５１有了他人的
记忆，个体的社会生命才能获得永恒。而社会生
命的永恒又能够带来其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的

永恒。人不仅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还期望在宇
宙无限中寻找通往永恒生命归依的途径。因此，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永恒生命的动向。“人人都会
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自己社会生命的存在与强

化，都希望在自己的生物生命结束之后，在社会
的记忆系统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迹，从而使自己
的曾经存在变为永远的存在。”［１４］１５７－１５８人的社会
生命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不断成长和需要培育
的。人的社会生命若是萎缩了，就会“只为了自
己的生物需要蝇营狗苟”。人若是正常的社会生
命愿望得不到满足，则可能会走向反面，通过制
造破坏和灾难来引起社会对他的记忆。因此，封
孝伦教授的生命哲学鼓励每一个生命个体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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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命。鼓励个体追求社会生命，其实是鼓励
个体为人类的生存作出贡献、鼓励个人积极投身
于思考和解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的活动中去。
于是，追求社会生命就是追求善，就是追求人类
的最大利益。它不仅重视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也同样重视为他人的幸福
无私奉献的小人物。这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说人的生物生命的载体
是肉体，人的精神生命的载体主要是艺术和宗
教，那么人的社会生命也有载体，它“是人类创造
的文化符号”。“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人的社会
生命的产物，没有对于前人活动的记忆与思考的
符号文字，不会产生历史。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的
社会生命的载体，没有人类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
寻找和记录，也就没有历史中那些人物鲜活的社
会生命。”［１４］１７６原来，历史和文明的奥秘还隐藏在
人的社会生命之中。
人的“社会生命”理论主张的现实意义还在

于：强调一个人在尊重自己的社会生命的同时，
也要尊重他人的社会生命。毁坏别人的社会生
命，自己的社会生命也有同时被毁的可能。因此
在争取自己的社会生命的同时，不能践踏和陷害
他人的社会生命。三重生命哲学强调既然人类
是一个共同体，人与人就应该互相关怀，前后照
应。人类不能够只顾眼前不考虑子孙后代，不能
只顾自己不顾及他人。而应该“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语）人的社会生命通过服务和帮助他人的活着而
变得高尚从而使社会生命变得强大和延长，社会
生命的意义就是帮助别人好好活着。而实际上，
这正是削减人类异化（人与人之间冷漠、残酷）的
一种有效方式。当每个人的社会生命受到尊重，
人们才会不再对其他个人的生命存在不适应，不
再为了追求个体的最大化社会利益，互相侵犯对
方的社会生命。若不深入触及人的社会生命层
面的深刻内涵，企图越过这一层面去建构所谓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融，无疑是在做一个虚无缥
缈的美梦。

《生命之思》中关于人的社会生命的理论，还
对女性的解放和女性权利的获取具有意义。中
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女性被剥夺了社会生命，只有
极少数几个女人拥有和男人一样的社会生命，所
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人群体是生存得极其畸

形、极其痛苦的群体。清末民初，妇女的解放始
终是被看作增强国人、抵御外侮的—种战略步
骤。而“现代史上的中国女性所组织的团体，起
因几乎均属于维护和争取民族国家的强大和完

整，根本性地缺乏争取女性群体自身利益的愿
望”。［１０］２２７现在我们用《生命之思》中关于人的社
会生命原理去看待妇女问题，则找到了解决这一
问题的根本：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人，都拥有社
会生命追求的欲望，她们也渴望在这方面获得一
定的满足，现代社会应该正视女人的社会生命追
求。因历史和生理的原因剥夺、轻视、侮辱女性
的社会生命追求和满足是荒谬的。总之，将人的
社会生命的追求与善结合起来，这为精神困境中
的现代人获取生存意义提供了一种具体而又有

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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